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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社会与政治史·

16 世纪法国天主教与新教的
神圣空间建构及其影响

＊

江 晟 郑 欢

内容提要 自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徒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法国的群体结构，引发了神圣

空间内的频繁冲突。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教堂这一至关重要的神圣空间当中，还延伸到了

城市的世俗空间之内。近代早期神圣空间的建构经历了从观念边界的形成到仪式与象征

物赋予特定空间神圣性意涵和秩序结构的过程。在城市共同体内遭到压迫或侵害的少数

派群体借此建构起了“想象的”神圣空间，成为其延续自身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场所; 而占

据主导地位的群体亦依托“想象的”神圣空间，进一步压制和侵占其他群体的生存空间，最

终达到完全独占城市世俗空间的目的。在 16 世纪法国宗教冲突的背景下，神圣空间发挥

了强化空间隔离，塑造群体边界的作用，成为教派矛盾的重要体现; 而神圣空间的边界也成

为信仰共同体边界的一类重要表征，推动了相互对立的教派身份认同边界的成型。最终，

不同教派建构神圣空间导致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边界被模糊和混淆，这一结果体现了 16

世纪法国社会的世俗化转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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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神圣性及相关的神圣空间问题已经引发了颇多讨论。对古罗马人而言，“神圣”
( sacrum) 意指属于神或在其权力范围内的事物。因此，与之密切相关的“神圣性”( sacredness) 一词

被定义为与神有关的限制。易言之，神圣的概念意味着对人类行为的限制和禁止———如果某种事物

是神圣的，那么就必须遵守与之相关的规则和秩序; 不过，在论及“神圣”这一概念时，人们往往联想

到崇拜仪式及其地点。此处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这种规则与秩序往往与空间相联系，或者以空间

的形式得以显露，从而表现为一类“神圣空间”( sacred space) ; 其次，由于此种与众不同的规则和秩

序又需要更为具体和严格的隔离方式来予以区分，它通常意味着所谓“神圣”者皆须与日常事物或场

所相隔离，强调它所具备的边界隔离属性，以便人们能够认识到其特殊的意义。①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对法国的社会群体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诞生于这一社会运动进程中的新教

群体在此后几十年间与天主教徒就信仰自由、生存空间等问题产生了愈演愈烈的矛盾，双方最终爆

发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宗教战争。就当时法国天主教徒或新教徒最为关切的宗教群体的存续问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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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当局曾尝试通过不断出台的和平协议和敕令框定各自共同体的边界，强调两个对立教派的隔离。

乃至于被视为集中展现了宗教宽容精神的《南特敕令》，在一定意义上也只是对天主教和新教群体之

间边界的重申和强调。①

不过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战争、政治、法律等手段之外，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曾在更为

微观的层面上采取一种划定群体边界和强化群体隔离的方法，即围绕着“神圣性”建构起一种有别于

世俗空间的仪式空间( ritual space) 。这种通过仪式性表征建构起来的仪式空间被宗教信徒赋予了

神圣性的意涵和不同于世俗的秩序结构，进而被视为“神圣空间”。法国自宗教改革以来持续的宗教

骚乱与冲突尤其表现为此类神圣空间的冲突。

正所谓“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②。16 世纪遭逢教派冲突和群体分裂

的法国社会成员又何尝不是悬在由自己所编织的神圣空间“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不仅如此，“陷入

网中的蜘蛛创造了既维持又限定它的结构。”③这一时期法国神圣空间的建构与当时的群体结构及

其隔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神圣空间所经历的建构、扩大、破坏和修复等不同过程也导致了各信

仰共同体在身份认同方面的重大危机。换言之，在关于 16 世纪法国宗教派别冲突的研究中，神圣空

间及其边界的建构与冲突足以成为观察 16 世纪法国群体结构的重要切入点。

宗教社会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曾探讨了“神圣空间”的概念，从神圣与世俗分野的角度阐释了

仪式空间的基本性质和要素。④ 但围绕仪式空间或神圣空间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宗教仪式这一元素，

将其作为研究( 特别是 16 世纪法国的) 群体矛盾与边界冲突的载体与切入点的成果尚属少数。⑤ 这

些成果主要针对两点进行了探讨: 首先，娜塔莉·戴维斯指出了神圣空间的存在及其重要意义，她选

择将塞纳河纳入圣巴托罗缪屠杀的仪式空间范畴内，指出在屠杀中“接纳了众多新教徒尸体的河流

也暂时具备了神圣性，成为天主教驱魔仪式的关键组成部分”; ⑥其次，热雷米·福阿、彭妮·罗伯茨等

人强调了神圣空间的冲突是当时法国社会群体矛盾的重要表现。⑦另外，德希尔瓦主编的《近代早期

世界中空间与行为的神圣化》以及斯科特等主编的《近代早期欧洲的神圣空间》等论文集，也从不同

视角检视了近代早期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地区神圣空间的形态、功用及其引发的冲突。以上诸项

研究成果均指向一个确定的结论: 神圣空间的冲突是 16 世纪法国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表征。相较

之下，神圣空间或仪式空间的问题在国内学界仍是一个新兴话题，但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张

59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南特敕令》规定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分别埋葬在不同的墓地之中，以及胡格诺教徒不得在距离巴黎 5 里格( 15 英里) 范

围内举行礼拜活动。参见 Benjamin J. Kaplan，Divided by Faith: Ｒeligious Conflict and the Practice of Toler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 168，257 － 258．
克里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 页。
Nancy Caciola，“Through a Glass，Darkly: Ｒecent Work on Sanctity and Society. A Ｒeview Articl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 38，no. 2 ( 1996) ，p. 304．
米尔恰·伊利亚德著，王建光译:《神圣与世俗》，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相关研究可参见 Nigel Yates，Liturgical Space: Christian Worship and Church Buildings in Western Europe 1500 － 2000，Ashgate，

2008; Frank H. Gorman，Jr. ，The Ideology of Ｒitual: Space，Time and Status in the Priestly Theology，Jsot Press，1990。
Natalie Z. Davis，“The Ｒites of Violence: Ｒeligious Ｒiot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Past and Present，vol. 59，no. 1 ( 1973 ) ，

p. 82．
Jérémie Foa，“An Unequal Apportionment: The Conflict over Space between Protestants and Catholic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s
of Ｒeligion，”French History，vol. 20，no. 4 ( 2006) ，p. 386; Penny Ｒoberts，“The Most Crucial Battle of the Wars of Ｒeligion? The
Conflict over Sites for Ｒeformed Worship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Archiv für Ｒeformationsgeschichte，vol. 89 ( 1998 ) ，

pp. 264 － 267．



世 界 历 史 2023 年第 1 期

炜、孙超和江晟等分别探讨了仪式空间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西欧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①

不过，上述研究成果尚未意识到或解决以下问题: 16 世纪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如何建构各

种神圣空间，并以此来凸显群体边界并最终实现教派之间的隔离? 笔者认为，神圣空间及其边界的

建构过程实乃一种“想象的”过程，它通过仪式活动和象征物将原本蕴含于观念之中抽象的群体的结

构、边界和对立状态转变为一种可感知的、具体的形态，并以“共同体剧场”的方式展现和强化了这种

边界，最终实现了教派的空间隔离。然而，神圣空间的这种建构过程和群体边界的强化方式同样也

适用于近代早期世俗共同体的建构，从而推动了 16 世纪法国社会结构的世俗化进程。故此，本文将

以神圣空间为切入点，通过探讨 16 世纪法国不同教派建构神圣空间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所导致的

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边界的模糊和混淆，可为研究法国社会的世俗化转向提供一个角度。

一、关于教堂神圣空间的二元想象

在 16 世纪的法国社会，暴力冲突所发生的场所与神圣空间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其中的典型

代表就是教堂。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教堂是一个实体的建筑空间。然而，对于当时的宗教信徒而

言，教堂所具备的“想象的”神圣空间的特性并不弱于其建筑所赋予的实体空间属性。这一时期教堂

的“想象”属性特别表现在两类现象之中: 其一是教堂冲突与暴力; 其二是“共用教堂”。

教堂一直以来都是基督徒首要的仪式空间场所。然而，这一时期的教堂却也成为新教与天主教

之间累次爆发冲突的暴力场所。例如，在第一次宗教战争爆发前夕的 1561 年 12 月 27 日，巴黎的天

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曾相互挑衅，最终导致圣梅达尔教堂遭到洗劫。骚乱过后，人们发现圣梅达尔

教堂里的圣徒雕像被敲下了头部，十字架破损严重，圣餐杯等礼仪器具更是遭到偷窃或污损。② 圣梅

达尔教堂骚乱事件是教派冲突背景下神圣空间遭破坏的典型案例。天主教徒认为新教徒对神圣空

间的侵犯与破坏令其圣所和圣物遭到了玷污。诸如此类的骚乱事件在这一时期的法国比比皆是。
1561 年 7 月末，莫城的天主教教堂和宅邸就遭到一批胡格诺教徒的洗劫。③ 作为法国最著名的大教

堂之一，图尔的圣马丁教堂在 1562 年也多次被新教徒破坏。④

在破坏敌对教派的神圣空间方面，天主教徒同样不遑多让。他们一度摧毁了加尔文教派在巴黎

族长花园举行仪式的讲道坛和椅凳; 在亚眠，他们也将类似的宗教设施付之一炬。⑤ 当时的陆军统帅

蒙莫朗西带兵返回巴黎之时，也曾捣毁了新教徒位于巴黎市郊的两处重要布道地点; 此外，他还烧毁

了设于一幢新教徒宅邸内的讲坛和长凳。⑥ 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徒关于神圣空间的认知正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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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2 年至 1563 年新教徒的圣像破坏运动达到高潮之际得到了加强。他们意识到，新教徒对作为天

主教徒仪式空间重要表征形式的教堂的破坏恰恰构成了对己方神圣空间的威胁，意味着神圣空间所

代表的秩序已经处于危险之中。①

16 世纪法国一系列的教堂冲突事件凸显了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在神圣性概念上的对立认知与理

解，而这种对立又特别体现在了天主教与新教各自的神圣空间主张之中。譬如，路德曾经谴责天主

教宗教仪式将神圣空间从世俗空间中分离出来的做法，他甚至认为在户外举行的礼拜仪式与教堂中

的仪式并无二致。② 这位宗教改革家还认为，仪式空间并不因宗教仪式而变得神圣，相反，是宣讲上

帝话语的举动赋予了仪式空间以神圣性。与之类似，加尔文教派也主张神圣性的体现并非来自空间

组织的布置，而是在这些空间中进行的集体崇拜仪式。③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指出:“我们自己

而非教堂才是上帝的殿堂。”④娜塔莉·戴维斯认为，新教徒的此番做法已经重新定义了神圣存在于

现实世界当中的方式。⑤ 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天主教教堂这一神圣空间成为新教徒的重点攻击目

标。法国新教徒尝试改变法国这个笃信天主教的国家的重要手段，正是清理那些作为圣徒生活遗迹

和公众崇拜标志的圣地。依靠这些遗迹和标志，天主教徒才能够在教堂之中建构起其“想象的”神圣

空间。因此，捣毁用于祭祀和崇拜的圣者遗物的圣像破坏运动成为一种正义的行为，代表了对己方

神圣空间的净化。⑥ 之于新教徒，破坏天主教教堂这一“想象的”神圣空间非但不算不智之举，反而

成为一种虔诚的表现。

然而，教堂暴力与冲突并非教堂作为“想象的”神圣空间的唯一表现。在 16 世纪的法国社会( 乃

至于更广泛的欧洲地区) 当中，与之对立的另一种现象———“共用教堂”也成为它的另一大表征。

仪式空间在仪式的组织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⑦宗教群体需要以仪式空间为基础才能存在

和发展。纵使是热衷于圣像破坏运动并经常将私人宅邸作为礼拜场所的新教徒亦不否认这一点，

甚至他们还承认教堂等仪式场所的确比私人崇拜空间更有助于宗教仪式和布道的举行。比如，

1560—1570 年，法国境内就建起了 1200 座新教教堂。⑧ 而新教的不断发展导致了对教堂神圣空间

的需求仍然在不断增加，以至于当新教礼拜仪式于 1561 年在特鲁瓦地区公开举行并吸引来众多观

瞻者时，加尔文教派教会不得不在布瓦街租赁了一座谷仓充当临时教堂。⑨

由此可见，教堂并非始终依靠其建筑等有形边界成为一个“实在的”( 而非“想象的”) 神圣空间。

相反，人们在很多时候依然需要通过各种仪式来构想一个作为神圣空间的教堂空间。在宗教改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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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战争时期，由于遭到了法国政府的镇压和多项“和平协议”条款的限制，在法国社会当中处于少

数派地位的胡格诺教徒往往只能在私人宅邸中举行礼拜仪式，从而迫使他们将私人住所“想象”为一

处教堂。如在 1557 年著名的“圣雅各街”事件中，被巴黎当局发现并逮捕的数百名新教徒就是在一

处私人宅邸中举行集会和礼拜仪式。甚至早在 1532 年至 1535 年，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家们使用的第

一批礼拜场所也属于世俗空间的范畴: 其中包括了私人宅邸和位于城墙外的花园等。① 对于无法获

得如同天主教徒那般经各种礼仪器具和圣者遗物神圣化的教堂空间的新教徒而言，原本世俗的场所

通过宗教仪式被转化成一类“想象的”神圣空间，即广义上的“圣堂”。

法国新教徒此后便不断努力为自己争取正式的教堂礼拜场所。然而，法国的大多数新教教堂是

在《南特敕令》颁布之后才建立的; 而在这一法令出台之前，新教只能不断地与天主教争夺现存的教

堂仪式空间。比如，在蒙彼利埃，胡格诺派在 1561 年 11 月与天主教教会当局签订了使用三座教堂

的协议，尽管这一协议违反了国王要求胡格诺派归还教产的命令。② 在教堂空间资源极度匮缺的地

区，天主教徒甚至被迫与新教徒共用一座教堂来举行宗教仪式，由此产生了“共用教堂”的现象。例

如，南特的胡格诺教徒就曾建议将当地圣母院的大圣堂一分为二，由他们占据中殿，天主教教士则继

续使用唱诗班席位。③

在此情况下，不同教派的成员仍需要通过仪式等手段在紧张且对立的共用教堂空间中划定与对

方教派的边界。罗马教廷的万民福音部在 17 世纪指出: “在共用教堂里，教堂内的空间需要进行隔

离，在两个团体以不同的方式都认定为神圣的地方，他们不得不让对方宣扬他们认为有悖常理，甚至

是邪恶的信仰和仪式。天主教把教堂视为上帝的居所，而让上帝的居所为他的敌人使用，正是对上

帝的亵渎。”尼德兰马斯特里赫特的加尔文教派牧师更是将共用教堂描绘为“允许上帝与来自地狱的

魔鬼在同一座教堂里做礼拜”。④

“共用教堂”现象的出现既体现了神圣空间对宗教群体存续的重要意义，也凸显了天主教与新教

根深蒂固的信仰边界观念。然而，在 16 世纪的法国，神圣空间已不仅局限于拥有可见且有形边界的

教堂空间之内，它正不断地向城市的世俗空间扩张，建构起更为广义的神圣空间，从而大大拓展了教

派斗争的范围和程度。

二、神圣空间向世俗空间的扩张

在这一时期法国的教派冲突之中，基督教历法所规定的诸多宗教节日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两个信

仰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其较为常见的表现形式———游行仪式更是频频将世俗空间转变为教派冲

突的激烈战场。如在圣体游行期间，携带着基督圣体、圣者遗物等圣物的游行队伍从教堂出发，而沿

途的天主教徒则在街道上挂满旗帜和挂毯等宗教物品，赋予了游行队伍所途经的世俗空间以神圣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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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包括基督圣体、圣者遗物、旗帜和挂毯在内的各种游行仪式的构成要素都被赋予了人们所能感

知的象征意义，从而成为这个暂时被神圣化的空间的重要支点。

通过游行仪式等宗教仪式活动，在基督圣体节期间，天主教将原本边界固定的神圣空间扩展到

城市的公共空间当中，将街道、广场和周围的建筑变成“虚拟的”教堂景观的一部分。这被视作天主

教会胜利的表现。① 因此，游行仪式已经成为教堂神圣空间冲突的外延，是在城墙以内更为广阔的城

市空间中建构不同于教堂的神圣空间的重要步骤。

近代早期的人们秉持着如下观念:“城墙以外的地方乃危险之所，不受神圣力量的庇护。”对于城

市内的基督信徒而言，城市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一处神圣空间，城市里的活动均是在主保圣徒的保

护下展开的。② 基于此，城市空间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特别关注和保护的对象。比如，图卢兹居民在宗

教冲突当中保护城市空间的意愿就表现得极其强烈。由于这座城市的居民对 1562 年新教徒企图占

领城市的历史记忆犹新，故而当 1572 年 10 月 4 日图卢兹爆发针对胡格诺教徒的大屠杀时，屠杀者

不仅相信他们是在履行着对上帝的义务，更认为这是一场消灭危险的动乱者和捍卫自己生存空间的

合法防御战。③ 同样的心态也表现在同时期巴黎圣巴托罗缪事件的屠杀者身上。宗教和世俗层面的

存续目标在城市这一被城墙所包围的空间中重合了，并不断得到强调。因此，16 世纪的法国天主教

徒事实上拥有着双重的“共同体”: 一个是为城墙所包围的空间上的共同体，即市镇; 另一个则是信仰

上的共同体。④

而信仰上的共同体显然无法容忍城墙内的空间当中存在着另一个敌对教派的神圣空间。斯卢

霍夫斯基认为，天主教的圣体游行实际上正是一种整合世俗空间的群体集体宗教仪式，它重新利用

了城市空间，将堂区、社区和相互竞争的司法管辖区的碎片化环境整合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精神实

体。游行仪式通常在城墙内举行，它的行进路线往往也环绕着整个城市空间，这样的空间表征象征

了整个的城市公民共同体，从而使共同体身份认同的建构成为一种可能。比如，通过纪念巴黎主保

圣徒圣热纳维耶芙( Sainte Geneviève) 的游行仪式，这座城市的空间便被宣示成为一个被净化的空

间。这些游行仪式由此将巴黎转变为一处神圣空间，生活于其中的居民群体则成为一个被神圣化的

共同体。⑤ 在某些情况下，整个城市的空间甚至可以借着游行仪式而短暂成为天主教徒独享的神圣

空间。例如，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自由城市奥格斯堡，基督圣体游行导致城门在游行期间被关闭。这

一举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在某一个时刻天主教会可以将天主教共同体的范围扩大到整座城市的

空间边界之内。⑥

正是基于这种空间上的担忧，防范天主教信仰共同体受新教异端邪说的威胁就成为 16 世纪法

国天主教徒举行游行仪式的一个重要目的。1557 年在第戎的圣尼古拉堂区，新教徒工匠打碎了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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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圣徒雕像。市议会严肃讨论了这一事件，他们认为，“由于异端分子质疑上帝的荣誉和圣母教

堂，为了重申共同体在信仰上的团结，我们需要在遭亵渎之地举行一场烛光净化游行。”①而由于新

教徒反对天主教徒利用宗教游行来强化神圣共同体的概念，这些活动就成为公然展现双方宗教信仰

差异的场所，导致了暴力的频繁发生。据称，在 1560 年 12 月，卡尔卡松地区的新教青年从天主教教

堂中抢走了一尊圣母像，并“拖着它穿过街道，还一边高喊着亵渎上帝的话语”，最后把它扔进了阴沟

里。天主教徒发现后，立即组织了一支游行队伍将雕像放回原地。这场游行还导致了更多的暴力活

动。最终有 8 人在该事件当中被杀，并有一些房屋遭到了抢掠。②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所造成的影响迅速辐射到了法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此时的天主教已经意识

到了神圣空间的重要性以及宗教仪式在空间内可以发挥的效力。在世俗空间内举行的宗教仪式因

具有强烈的感官刺激效果并能够吸引众多市民的注意，成为隔离其他教派群体的有效手段。比如，

为了把新教徒从世俗空间中驱逐出去，法国嘉布遣修会的修士就曾频繁举行“四十小时祈祷仪式”
( Forty Hours Devotion) 这一特殊的游行仪式来占据和改造城市的公共空间。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早期法国的城市空间当中，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关系并非是僵化或绝

对对立的，而是动态且可以相互转化的。④ 通过游行仪式，天主教将原本固定在教堂围墙之内的神圣

空间扩展到了世俗的城市公共空间中去，将街道空间、周围的建筑等视为“想象的”教堂。因此，在举

行宗教仪式过程中，天主教徒将世俗空间想象为虚拟的教堂，赋予世俗仪式空间以宗教意义，实质上

构成了信徒建构神圣空间的重要进程。

在天主教徒之外，新教也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他们对城市空间的改造和建构，强调某一部分城

市空间的神圣空间属性，以此来建立其身份认同体系。虽然法国各座城市的官方政策已经宣布了公

共空间的中立和世俗特性，但这一时期的大量宗教活动依然在强化着城市街道和广场属于特定宗教

群体的概念。在尼奥尔，“新教徒不允许天主教的游行队伍经过新教教堂，尽管地方行政长官曾规定

天主教徒有权在除新教徒做礼拜之外的其余时间段这么做。”⑤

不仅如此，胡格诺教徒还试图对被天主教徒视为神圣的仪式空间“去神圣化”。例如，在 1560

年，这一意图被胡格诺教徒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他们在圣体游行期间拒绝在自家宅邸

的墙上挂上挂毯，甚至特意安排女性新教徒坐在窗户边纺纱。据当时一位天主教教士的说法，鲁昂

的新教徒甚至还在这个节日里向游行经过马尔坦维尔大街的神职人员和教区居民投掷垃圾。⑥ 此类

做法颇类似罗伯特·斯克里布纳所谓的“反仪式”( counterliturgy) ，其目的在于否定天主教神圣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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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备的力量。①

在信仰混杂群体之中，两种针锋相对的信仰尤其考验着神圣空间界限和结构的稳定性。而且，

这种通过边界划定的神圣空间也为教派的冲突和争论提供了新的战场，特别是当宗教信仰之间的平

衡被改变之时。② 在游行仪式期间，任何一种针对它的敌意行为，都有可能对这些空间建构的支点造

成破坏，从而引发激烈的冲突或暴力事件。相比于教堂空间，节日期间在城市街道上举行的仪式活

动更进一步地让信徒的行为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抵制天主教传统仪式的新教徒自然遭到了更为

密切的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引发冲突。所以，游行节日成为两个教派最容易发生冲突的

时间段。基督圣体节由此极易从一场游行演变为骚乱和屠杀，那些攻击天主教信仰的人转而就从教

义上的侵扰者变成了肉体上的受害者。据称在 1560 年鲁昂的圣体节游行期间，因为某些胡格诺教

徒不愿在他们的宅邸门口装饰挂毯，若干名天主教教士率领着一批信徒闯入到了他们家中，实施劫

掠并杀死了数名新教徒。③

三、“想象的”神圣空间的建构

对于 16 世纪法国的宗教信徒而言，在教堂乃至城市世俗空间中得到广泛建构的“想象的”神圣

空间已成为了至关重要的神圣场所，虔诚崇拜与暴力冲突俱在其中发生。那么，此类“想象的”神圣

空间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建构的呢?

爱德华·缪尔说:“宗教仪式帮助形成了具备强大情感的群体身份，这种身份认同以牺牲一些想

象中的他者为代价得以建构。”④在这一时期，“异端分子”成为指代不属于同一个信仰共同体的“他

者”的普遍称谓。⑤ 16 世纪法国的诸位国王所颁布的一系列旨在搜捕、镇压、处死异端分子的法令，

以及亨利二世所设立的“火焰法庭”，均成为革除天主教信仰共同体当中的“他者”的有力手段。仅

1547 年 5 月至 1550 年 3 月，巴黎的火焰法庭就认定了 557 名异端嫌疑犯，其中 39 人被火刑处死，55

人遭受了严刑逼供; 波尔多高等法院在 1541 年至 1559 年认定了 477 名异端分子，其中 18 人被以火

刑处死，11 人遭严刑逼供。⑥

神圣空间的建构首先始于群体身份认同观念的差异，即所谓的观念边界的形成。在群体神圣空

间的建构过程中，区别“己方”与“他者”的观念边界不仅有助于隔离其他群体，巩固自身的群体身份

认同，也成为神圣空间建构的重要观念基础。神圣空间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一个观念先行的

过程。不过，这一观念边界并非无根之木，它的形成仍然可以追溯至宗教改革运动所导致的法国教

派人口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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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宗教改革运动传入法国之后，其境内的新教徒数量便开始激增，在鼎盛时期达到近 200 万人，

约占当时法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在所谓“胡格诺新月地带”，即从里昂经多菲内、上普罗旺斯、朗格

多克、加斯科涅、基耶纳至欧尼斯和普瓦图的新月形区域，新教徒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是达到无

法忽视的程度。① 另外，根据雅尼娜·埃斯泰布的推测，法国南方地区至 16 世纪末约有 100 万胡格诺

教徒，占到了该地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② 新教人口的不断增多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它标志着法

国已然从过去的单一信仰共同体向多元信仰群体甚至是信仰混杂共同体转变。在群体结构变迁的

背景下，新教共同体的涌现严重破坏了天主教信仰共同体的传统秩序，导致了宗教群体之间的冲突

频繁爆发，进而令建构教派边界的必要性不断凸显。
然而，观念边界的形成仅仅完成了神圣空间建构的第一步。如何将这种观念的、抽象的边界转

化成为实体的、具象的、可感知的边界? 在 16 世纪的法国，人们普遍采用了两种重要的手段，即仪式

活动和象征物。在当时信徒( 特别是天主教徒) 的宗教生活当中，此二者可谓无处不在。正如拉里

萨·泰勒所指，“数个世纪以来，日常生活的景观一直充斥着天主教会的提醒: 频繁的钟声不仅标志着

宗教仪式，也标志着庆祝、死亡或共同体处于危险当中; 教堂、圣者遗物、雕像和崇拜场所; 当然，还有

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人生阶段的标志———洗礼、坚信礼和涂油仪式。”③

首先，仪式在此时观念边界转变为可感知形态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史蒂文·卢科斯

所言: 仪式是“具有象征性的支配规则的活动，它将参与者的注意力引向他们认为具有特殊意义的思

想和情感对象”。④ 罗伯特·克里斯布纳也指出，通过仪式活动，人们得以不断建构、重建和重塑他们

的世界。人们在仪式过程中做出各种形而上和象征性的行为。通过这样一个仪式过程，时间、空间、
人物，以及参与者本身都被神圣化了。⑤

仪式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表现在“想象的”教堂空间的建构之中。自宗教改革在欧洲

各地导致了各种教派对立之后，如何获得崇拜场所就成为在群体当中居于弱势的各种少数派群体所

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当这些宗教群体的神圣空间受到挤压之时，信徒往往通过仪式改造空间的属性

( 即神圣化的过程) 来获得他们的崇拜场所。例如，在德意志地区，路德曾经强调了会众的集会场所

应该通过宣讲上帝的话语而非通过天主教的仪式来进行神圣化。他谴责天主教的教堂祝圣仪式是

一种迷信，并于 1536 年嘲讽了天主教教堂中对祭坛石和钟施行洗礼的行为，认为它们是教皇诡计的

产物。尽管如此，路德所强调的赋予教堂神圣性的“布道和祈祷”依旧属于仪式的范畴，虽然它们相

比于“天主教仪式”，已经不具备强烈的感官刺激效果。故而，仪式对于路德派中“教堂”这一神圣空

间的建构而言仍不可或缺。诚如布里吉特·希尔所言，路德派往往以最低限度的仪式来启用新教堂。
甚至有证据表明，当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教堂的建筑工程重启时，作为教堂祝圣仪式的组成部分，庄严

的游行仪式也变得越来越多。而凡是得到保留或恢复的教堂祝圣仪式，都通过剔除宗教改革前的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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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元素( 如洒圣水) 来加以净化。①

近代早期的宗教仪式还突破了原来以教堂围墙作为边界的狭义上的神圣空间的范畴，向更广阔

的城市世俗空间拓展，也就是说宗教信徒所“想象的”的神圣空间事实上已经超越了教堂空间的范

畴。例如，典型的“四十小时祈祷仪式”就将固定的神圣空间扩展到原本中立和世俗的城市公共空间

中去，使街道、广场和周围的建筑变成“虚拟的”神圣空间。这一源自 16 世纪 20 年代的米兰并由嘉

布遣修会会长贝林塔尼·达萨洛在1572 年引入巴黎的仪式，很快就出现在法国的各座城市之中。
1574 年，耶稣会士奥热就从巴黎大主教处获得了在这座城市组织“四十小时祈祷仪式”的机会; 一位

曾在鲁昂避难的英国修女留下的证词也表明，这座城市在 1584 年和 1589 年也曾举行过这一特殊的

仪式。“四十小时祈祷仪式”在胡格诺教徒中达成了立竿见影的群体隔离效果，它在广场或市场上聚

集大量天主教徒，实际上将新教徒排除在其通常可以进入的空间之外。传教士于贝尔·德·图阿尔曾

在一座村庄中遇见了一个落单的胡格诺教徒，他的邻居们此时都去参加在拉蒂耶举行的“四十小时

祈祷仪式”。卢里亚还指出，胡格诺教徒在新教徒大本营圣让当热利的“四十小时祈祷仪式”中被完

全边缘化了，以至于近乎匿迹隐形。“无数民众”目睹 400 名教士手持 200 面旗帜和十字架举行游

行。“四十小时祈祷仪式”仿佛通过控制这座城市的空间和时间，使得大批新教徒消失了。有人甚至

断言，这座城市已经没有胡格诺教徒了。不宁唯是，新教牧师和宗教法院也坚持要求新教徒不得参

加传教团的偶像崇拜仪式或聆听传教士的布道，从而强化了隔离的效果。② 因此，在为期三天的仪式

期间，天主教的宗教活动在强行占有公共空间的同时，也固化了他们与胡格诺教徒之间的边界。在

近代早期法国的混杂群体中，天主教甚至通过占据共享的城市公共空间来推动整个社会的神圣化进

程，他们的意图显然在于将胡格诺群体边缘化，并最终将其完全排除在城市的神圣景观之外。③

其次，各种象征物也成为可被感知的空间的建构元素。它们以一种可被人感知的方式提示人们

某一特定空间的神圣性质，或者这一神圣空间的边界到底在何处，从而演变成为近代早期神圣空间

的重要标记物。

爱德华·缪尔指出，天主教将视觉视为了解上帝的最重要感官，概因物质世界是上帝在这个世界

上认识自己的媒介，而宗教图像最有助于这一过程的推进。④ 因此，通过视觉感知的象征物在其中占

据了很大的比重，诸如天主教教堂中的圣龛、祭坛和圣像等偶像崇拜元素，以及游行仪式中的基督圣

体、圣者遗物和十字架，均赋予了某一特定空间以神圣性。如在圣体游行仪式当中，观瞻者对圣体的

崇敬使得神圣和非神圣的空间无法被区分，从而使得世俗的空间也暂时具备了神圣的属性。⑤ 近代

早期法国的天主教徒即热衷于在各个场所之中竖立十字架，以达成扩张天主教神圣空间的目的。在

法国南部地区举行的传教活动就通常会以在一个众所瞩目的空间( 如村庄中心或俯瞰村庄的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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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竖起一个纪念性的十字架而告终。① 另外，这一时期布列塔尼农村地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路

边和田间竖起大量的十字架。据估计，在 17 世纪初，仅莱昂这一个小教区就至少竖立起 1500 个十

字架。②

除了十字架、圣像、祭坛等在视觉上可感知的象征物之外，各种声音表征作为听觉上的象征符号

也成为神圣空间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诸如弥撒仪式中所念出的祷文，以及随处可闻的教堂

钟声，都是非常典型的神圣空间的声学表征。而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声景”( soundscape) 当中，钟声

具有尤为特殊的地位。在宗教生活中，教堂的钟声除了具有提醒信徒宗教时间的作用以外，还隔离

了不同的教派群体。钟声召唤信徒参加弥撒仪式，或伴随着游行仪式的进行，或宣布圣徒节日的开

始，从而将天主教徒和“他者”隔离开来。而通过将堂区居民聚集在一起做礼拜，在面对令人生畏的

新教力量时，钟声强化了他们的信仰共同体意识。对于天主教而言，钟声在城市空间内具有极强的

表征作用，它具有使“周围空间再度神圣化”的功能。③

在神圣空间冲突的背景之下，天主教往往不允许新教徒的教堂建有塔楼并配置鸣钟，这显然是

出于如下的现实担忧: 即新教的钟声将扰乱天主教的仪式，甚至入侵天主教的神圣空间，导致其边界

模糊、混乱。不仅如此，在信仰混杂群体中，教堂的钟声更是具有强烈的空间侵犯性，甚至还能够破

坏敌对群体的仪式进程。例如，在圣梅达尔教堂，晚祷的钟声就曾盖过了附近新教牧师的布道声。
而在与天主教的神圣空间冲突中，新教徒对教堂鸣钟的侵占不仅是为了侵犯了堂区的财产，它还旨

在破坏天主教建构神圣空间的仪式能力，进而破坏基于神圣空间而形成的天主教徒的群体凝聚力。
在 1563 年，奥兰治的新教徒就曾爬上大教堂的钟楼，设法从教堂中殿的屋顶上拆除巨大的鸣钟，从

而让标志着天主教神圣空间边界的钟声沉寂下来。④ 可见，在近代早期的法国社会，教堂的钟声不仅

标识了神圣空间的边界，还具备让占据不同神圣空间的各个群体的边界进一步固化的功能。
在法国的许多地方，歌唱赞美诗这一胡格诺派特有的标志性行为，也成为其破坏天主教神圣空

间、建构己方神圣空间的重要手段。1557 年，一场伴随着歌唱赞美诗的大规模民众集会活动曾让法

国国王亨利二世开始警惕巴黎异端信仰的发展。波尔多、鲁昂和南部多座城市中敌对的狂热宗教信

徒之间的冲突也常常伴随着新教一方喧嚣的赞美诗歌唱活动。⑤ 1558 年 5 月 13 日至 19 日，新教徒

再度在教士草地举行集会，公开高唱赞美诗。这些事件让普遍信仰天主教的巴黎人意识到基督教信

仰的统一已遭到破坏。⑥ 1561 年，在经常举行公开布道的日夫里集市上，大批新教徒在集市的摊位

之间横冲直撞，一边唱着赞美诗，一边打翻天主教徒商贩的货物。⑦ 对于教堂和路边神龛的圣像破坏

活动也往往伴随着喧闹的歌唱。这些赞美诗承担了作为派别效忠标志的效力，在某种程度上超出正

常的共同体生活阶层化过程的纽带和联系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种从邻近的街道或集市传

来的赞美诗歌唱声就仿若市镇的钟声，成为新教徒的一种身份认同信号，建构起他们“想象的”神圣

空间。

40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Amanda Eurich，“Sacralising Space: Ｒeclaiming Civ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p. 276．
Alain Croix，L'âge d'or de la Bretagne: 1532 － 1675，Ouest-France，1996，p. 347．
阿兰·科尔班著，王斌译:《大地的钟声: 19 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4 页。
Amanda Eurich，“Sacralising Space: Ｒeclaiming Civ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p. 265．
Philip Benedict，Ｒouen during the Wars of Ｒeligion，pp. 49 － 70．
阿莱特·茹阿纳著，梁爽译:《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第 114 页。
Andrew Pettegree，Ｒeform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Persuas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 60 － 61．



16 世纪法国天主教与新教的神圣空间建构及其影响

四、从宗教到世俗的空间隔离

作为一种超越观念的可感知的空间，通过宗教仪式、象征物等建构起来的神圣空间同样也在塑

造着对立教派之间的隔离边界。所谓的“隔离”展现和强调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诚如卢

里亚和尼伦伯格所指，清晰呈现出的隔离元素可以勾勒出每个群体所处的位置，并塑造群体之间的

边界———而这一类边界则成为“让少数派群体得以在社区中继续存在的条件”。① 而在本文所论述

的范畴内，群体间的隔离表现为神圣空间上的差异与对立。这点可以从伊利亚德的空间论述中得到

印证，他认为空间的非均质性使宗教信徒得以感受到空间的中断。② 因此，天主教与新教均借助符号

化、象征化的表征元素来建构各自的神圣空间，以达到在空间上隔离不同教派的目的。

这种通过建构神圣空间来强化空间隔离、塑造群体边界的做法是以两种观念作为基础的。第一

种观念是时人将神圣空间视为展示共同体这一广义上的“躯体”( corpus) 的特定空间结构，即一座向

观众宣示、灌输共同体概念与意涵的“剧场”③。热拉尔·托芬指出:“节日是一座剧场，一场奇观，一

个规范有序的代表，它让人得以了解相关的社区和它的价值观。节日的时刻几乎总是反映出团体的

结构、基本构成和等级制度。”④与时间维度上的节日类似，神圣空间同样也展现出了其作为“共同体

剧场”的功能。特别是在天主教徒的教堂与游行仪式所建构的神圣空间当中，基督圣体和圣徒遗

骸成为空间构成的关键因素，乃至于扮演了整个神圣空间的中心的角色。长期以来，基督圣体本

身即被基督徒视为了其信仰共同体的象征。而在近代早期的法国，以“躯体”隐喻各类共同体的做

法已经屡见不鲜。比如城市团体往往就被人们视为拥有一个发号施令的头部( 行政长官) 以及各

种器官( 组织成若干团体的公民) 的“共同体”。行政官和公民有不同的特权和义务，但却形成了一

个单一的有机整体。这个城市团体以多种方式得以表达，但本质上仍是一个整体，在基督圣体游

行中得到了象征性的体现和再现，所有城市团体根据其级别和地位获得离基督圣体较近或较远的

位置。⑤

在此，神的( 或具备神圣性的) “躯体”( 即基督圣体) 实际上象征了俗人的“躯体”，也就是由世

俗之人组成的共同体。神圣空间成为展现一个特定群体存在感及其边界的“共同体剧场”。显然，这

是一个宣示性的空间，它向不管是否属于这个共同体成员的所有观瞻者强调了共同体存在于这一空

间中的现实: 对于共同体成员而言，它宣示了群体的团结、增强了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 对于共同体

之外的“他者”而言，它则划定并强调了不同群体之间的边界。这一“共同体剧场”的特性尤其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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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近代早期欧洲的基督圣体游行之中，当时的这类游行往往沿围绕城墙或途径重要地点的路线行

进，从而标识出了城市内部和外部的边界，并通过将社会团体与基督的躯体联系起来，强调了城市共

同体的统一性。比如，在 1535 年 1 月 21 日，法国国王、修会修士和巴黎市民就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基

督圣体游行，游行队伍最初向卢浮宫附近的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进发，途经诸圣婴公墓、圣雅各伯屠

宰场教堂和巴黎圣母院通往大教堂的桥，最终行进至圣奥诺雷大街。① 用鲍勃·斯克里布纳的话来

说，基督圣体游行“旨在重新划定群体边界，重申共同体的团结”②。

因此，对于一个教派的稳定、存续，乃至于它能否融入更大范围的共同体之中，并在其中占据何

等地位，神圣空间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里克认为，1566 年奥兰治的新教徒在当地总督的授权

之下于城墙内匆忙建造自己礼拜场所的行为，即证明了新教群体急于让自己被永久性地纳入到这座

城市的共同体之中。而在接下来的 60 年里，这座被称为“小圣堂”的仪式场所成为了当地新教徒融

入奥兰治政治共同体的最有力象征。③

第二种观念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神圣空间秩序遭破坏的担忧。伊利亚德曾指出: “在某

种意义上，神圣建构了世界，设定了它的边界，并确定了它的秩序。”④一般而言，神圣空间所代表的

秩序在一个群体之内是统一的。然而，当一个共同体内存在多个对立群体时，神圣统一的秩序就随

时存在倾覆的危险。娜塔莉·戴维斯指出:“对于天主教狂热信徒而言，清除异端‘害虫’即预示着恢

复信徒社会的团结，巩固某些传统的边界。”⑤而且，对于神圣空间秩序遭破坏的担忧往往也与“躯

体”的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例如，亨利二世在谈及自己意欲将异端从法兰西王国中清除出去时，就

曾如此阐述其立场:“如果作为我肢体一部分的一只手臂受到了这种腐烂症状的感染，我将会切除

它，如果我的孩子受到了它的感染，我将会亲自献祭他们。”⑥同时，新教徒也认为天主教的圣像、圣
礼对城市空间造成了破坏。根据记载，一名神甫曾将做弥撒的礼仪器具带进了波尔多的一座监狱。

这一举动招致了新教囚犯的抵制，并最终将它们尽数毁掉。⑦ 显然，无论是从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的

角度来看，群体空间遭受“污染”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⑧

随着神圣空间向世俗空间的扩张，天主教与新教对于神圣空间秩序将遭破坏的恐惧和忧虑亦表

现在了城市世俗空间之中。天主教徒怀疑新教徒亵渎了城市空间，故而后者的秘密集会往往引发了

暴力攻击与冲突。在法国南部地区，16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教派冲突就曾导致宗教仪式被挪用

和崇拜场所的变化。⑨ 1571 年 2 月在奥兰治，130 名新教徒于圣母院中遭屠戮，之后天主教徒重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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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这座城市，他们将圣马丁教堂据为己有，声称由于新教徒的堕落，大教堂已不适合继续作为做礼

拜的场所。①

在争夺城市空间的过程中，天主教徒或新教徒的此类行为已经具有清除敌对教派对己方空间秩

序之威胁的意义。当新教徒在宗教战争期间控制里昂之后，曾在此发动了一场彻底清洗天主教偶像

崇拜遗迹的运动。但在第一次宗教战争以后，里昂重归天主教徒之手，彼时的天主教徒无法容忍新

教徒对祭坛、圣物和教堂的肆意破坏，遂也针锋相对地发动了清除新教符号的运动。② 这一类清除城

市当中敌对派别宗教符号的运动表明: 当一方教派势力在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时，教派边界将会变

得十分清晰。

自 16 世纪新教在法国得到广泛传播之后，天主教徒已然意识到了新教徒聚集在城市里的危险，

基于这样的紧张关系，在共同体内建构群体之间的教派边界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在信仰混杂的

群体里，宗教游行仪式便成为一种隔离不同教派的方式。特别是到了宗教战争爆发的 16 世纪 60 年

代，天主教的游行仪式就越来越倾向于驱逐异端分子，进而封闭宗教社会过去留下的空隙，使得群体

成员重归有序的生活。③ 天主教徒把新教徒视为群体中危险的存在，而净化被异端污染的城市的仪

式正是为了向观瞻者传递以下讯息: 新教徒在群体中造成的破坏行为需要共同体来进行赎罪。然

而，在驱逐敌对信仰群体的同时，游行仪式的排他性也是一种对城市空间的象征性征服。作为回应，

加尔文教派教徒严厉谴责了天主教的“空间侵略”行为，他们认为天主教徒的这类行为“逾越了”经

文上许可的行为界限。因此，加尔文教派的目标便是重组自天主教那里夺取的空间:“一切都已陷入

毁灭，有必要重建秩序。”④

然而，将神圣空间视为展示共同体的特定空间结构，以及担忧神圣空间秩序遭破坏的观念，并非

为宗教性群体所独擅; 相反，在近代早期崭露头角的诸多世俗性群体对其边界塑造的过程中，这两种

观念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共同体剧场”观念中的“共同体”并不局限于宗教性群体，自中世

纪以降，它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涵盖城市、国家、民族等共同体的完备隐喻体系，从而向世俗范畴延伸。

对此，迪芬多夫曾指出:“社会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基督共同体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不

可分割。”⑤故而，近代早期在神圣空间中得到塑造的绝不仅仅是信仰共同体的边界，亦包括了世俗

共同体的边界。

其次，对共同体内秩序遭破坏的担忧不仅限于宗教群体，亦为世俗群体所分担，致使维护、恢复

和重建秩序成为这一时期各教俗群体的共同目标。梅甘·阿姆斯特朗曾就此指出: “16 世纪下半叶

法国天主教会仰赖世俗政府在失序群体中恢复秩序。而世俗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也乐于介入其

中，因为它们相信任何一种秩序混乱都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⑥而强化世俗共同体的边界正是恢复

群体秩序的重要手段。

70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manda Eurich，“Sacralising Space: Ｒeclaiming Civ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p. 266．
Barbara Diefendorf，“Ｒites of Ｒepair: Ｒestoring Community in the French Ｒeligious Wars，”p. 31．
Natalie Z. Davis，“The Sacred and the Body Social in Sixteenth-Century Lyon，”p. 63．
Catharine Ｒandall，“Structuring Protestant Scriptural Space in Sixteenth-Century Catholic France，”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25，no. 2 ( 1994) ，p. 342．
Barbara Diefendorf，Beneath the Cross: Catholics and Huguenots in Sixteenth-Century Paris，p. 48．
Megan C. Armstrong，The Politics of Piety: Franciscan Preachers during the Wars of Ｒeligion，1560 － 1600，University Ｒochester
Press，2004，p. 41．



世 界 历 史 2023 年第 1 期

在 16 世纪，从弗朗索瓦一世、亨利二世到亨利四世的多位法国国王和一系列政治力量，均试图

控制、削弱宗教群体的力量，同时推动以国王为至高统治者、以世俗政府为核心的世俗共同体的建

构。这是近代早期法国社会世俗化转向的二元进程。诸如弗朗索瓦一世与教皇就主教续任权所产

生的争端，他在 16 世纪 20 年代对于法国宗教改革者的短暂支持，以及亨利三世与天主教激进组织

“神圣同盟”的对抗，乃至于法国宗教战争本身，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法国国王试图遏制宗教性群体的

尝试; 与此同时，“政治家派”( Politiques) 对国王在世俗事务当中至高无上地位的强调，以及对“一种

信仰、一种法律、一位国王”观念的重申，均旨在维系和强化以王权为中心的世俗共同体秩序。此后

发展了“君权绝对主义”的让·博丹基本也采取了“政治家派”的立场，即支持王权，反对所有宗教派

别的抵抗要求。①

于是，将神圣空间视为展示共同体的特定空间结构并担忧神圣空间秩序遭破坏的观念，与这种

世俗化转向的需求一拍即合。比如，为了抵制异端，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等国王都曾频繁现身

于圣体游行的队伍之中，引领游行队伍的行进。此举不仅强调了国王对共同体的秩序和边界的看

重，也通过增加作为王权象征的国王要素，悄然改变了游行队伍所象征的共同体的性质: 在此，游行

队伍中的国王躯体宣示了有别于信仰共同体的另一种共同体———国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从纯

粹的宗教性群体转变为世俗共同体。

概言之，这两种观念在教俗两界的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均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从而模糊和混淆

了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之间的边界，最终为法国社会的世俗化转向提供了前提条件。

结 语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具有宗教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双重特性。② 它不仅造成了教义的坼裂，也推动

了社会层面上传统共同体的瓦解。佩特格里认为，此时的宗教改革者们意识到对于宗教复兴的呼吁

代表了一种对诸多共同体价值的挑战，因此需要创造一个相对应的共同体。③ 传统“基督教王国”的

共同体和秩序就此宣告终结。同时，相互对立的教派以及相对应的群体身份认同相继涌现。换言

之，16 世纪是一个旧秩序体系趋于崩塌、新秩序体系尚未建立的过渡时期，这就要求新出现的群体采

用有效的手段创建、争夺属于己方的生存空间，固化共同体的边界，塑造新的群体身份认同，而神圣

空间就是时人为达到此目的而采取的一种重要方式。神圣空间的建构及其所引发的冲突与教派的

群体身份息息相关。对天主教徒而言，新教徒要求在天主教社区中获得神圣空间的公开主张，不仅

挤压、侵占了他们的神圣空间资源，更对天主教共同体秩序构成了挑战。④ 群体的边界可以被理解为

一种受到威胁的或处于危险状态的边界，此种边界一旦遭到破坏，群体就有遭到腐蚀的危险，从而给

共同体秩序带来威胁。神圣空间的冲突涉及群体的信仰空间与生存空间等关键问题，故而在 16 世

纪的法国，天主教为了恢复被宗教冲突破坏的群体生存空间和秩序，不惜诉诸暴力，甚至最终摧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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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群体结构，以至于苏珊·德桑断言:“随着群体都在为划定新的共同体界限而斗争，围绕宗教信仰

的暴力便在一场血腥的权力斗争中摧毁了现有的群体。”①

在 16 世纪的法国社会，宗教改革引发的“天主教—新教”群体分裂现状不只在一个维度上得到

展现。宗教战争固然引人注目，但由仪式和象征物搭建起来的“想象的”神圣空间也成为另一处展现

宗教纷争与群体割裂的舞台。不同群体通过建构、扩大、破坏和修复神圣空间等不同举动，强调了各

自所主张的秩序的正统性。然而，不同教派建构神圣空间的进程虽暂时强化了宗教秩序，却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即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两者边界的模糊和混淆———尽管这种模糊与混淆自古有之，但

在近代早期却呈愈演愈烈之势。在各类世俗力量的推动下，象征神圣空间的元素被世俗空间所借

取，依赖神圣空间而得以存续的信仰共同体也面临世俗共同体的激烈竞争，其最终的结果便是世俗

共同体挤压并取代了信仰共同体在法国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因此，神圣空间及其边界的建构，在某

种程度上象征着 16 世纪法国社会世俗化转向的开端。

［本文作者江晟，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郑欢，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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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 of the century． Du Bois and the black radicals came together to form the Niagara Movement，

which energised the civil rights activism of this period． The organisation not only put forward the civil

rights demands of the blacks，but also expanded women and the youth into the backbone of the black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It also established the official media and opened up the publicity front in the

public opinion． In addition，this organisation helped bring about a series of successes for civil rights，

such as the Pope case，in various forms，including lobbying，funding and legal assistance． The rise of

the Niagara Movement mark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ompromise to radical in the struggle for the

black civil right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organisation promoted the cause of the black civil rights in

the 20th century towards a direction of more systematic organisation construction，clearer struggle

objectives and wider participation，and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black society，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ause of modern black civil rights．

Jiang Sheng and Zheng Huan，The Construction and Impact of Sacred Space within the

Communities of Catholics and Protestants in 16th-Century France

The increase of Protestants has changed the structure of the community in France since the

Ｒeformation，giving rise to frequent conflicts within the sacred space． This kind of conflicts not only

manifested itself in the vital sacred space of churches，but also extended into the secular space of

cities． The construction of sacred space in early modern times underwent a process moving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ceptual boundaries to rituals and symbols which imbued specific spaces with

sacredness and a structure of order whereby minority groups，who were oppressed or violated within the

urban communities，constructed the‘imagined’sacred spaces as the key sites for the survival of their

own identities，while the dominant groups also relied on the‘imagined’sacred space to suppress and

encroach on the space of other groups further，ultimately achieving complete monopoly over the secular

space of cities． In the context of religious conflicts in 16th-century France，sacred space which served

to reinforce spatial segregation and shape group boundaries became a significant symbol for the

boundaries of religious communities，contribut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boundaries between mutually

opposing sects． In the end，the construction of sacred space by different sects led to the blurring and

confusion of boundaries between sacred and secular space． This result reflects the trend of

secularisation in 16th-century France．

261


